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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问题研究】

公平与效率：我国教育发展的
阶段性演进（1949—2022）

公平与效率是考察和评价教育改革与发展成

效的两个基本价值维度，二者之间存在“公平优

先，兼顾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兼顾效

率与公平”三种可能的关系结构，同时又存在相

互排斥的对立性关系、相互融合的统一性关系以及

兼具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互动适应关系等三种潜

在的关系可能〔1〕，还可能组合成高公平—高效率、

低公平—低效率、高公平—低效率、低公平—高

效率四种表现形式。〔2〕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发展是

人类社会为实现各级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

前提和必然条件。关于二者的关系问题，早在20

世纪初就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有学者认为，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分属不同的逻辑层次，缺乏

构建二者对比关系的基本条件。〔3〕近年来，也有

48



不少学者认为教育效率的提升需以牺牲教育公平

为代价，追求教育公平的教育目标难以实现教育

效率的最大化〔4〕，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公

平程度可正向影响教育效率，教育效率的提升也

可以不以损害教育公平为代价。〔5〕总体来看，已

有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考量公平

与效率的选择倾向性问题，即持公平与效率的整

体论，鲜有分阶段探讨我国各级教育发展中的公

平与效率问题。然而，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进

程中，各级教育为适应不同阶段的时代发展要求

有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和发展目标，因此公平与效

率的博弈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特征。

一、两个核心概念：教育公平与教育效

率的界定

（一）教育公平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学界对教育公平问

题开始给予普遍关注，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教育公平是一种状态。教育公平是指受教

育者能自由平等地享有教育权利、入学机会、公

共教育资源、服务水平等，并在就业前景和取得

学业成就方面享有同等机会，最终实现个体自由

全面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第二，教育公平是一

种主观的价值判断，是一种基于正义原则对教育

资源配置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的“好”或“不好”

与“合理”或“不合理”的度量、评价和推断。

第三，教育公平是一种标准，它规定教育资源在

所有人面前合理分配，起到价值引领和行为规范

的作用。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推动教育公平发展方

面起着基础性作用。然而，有研究指出，教育公

平评价的指标体系难以涵盖教育过程、教育产出

这两个维度的具体信息，加上阶层维度、基尼系

数指标和综合权重系数指标的处理都可能存在不

足和缺陷，因此在可靠性方面存在一定问题。〔6〕

然而，有学者尝试性地按阶段性将评价指标分为

总体教育水平差异指数、义务教育均衡指数、高

中教育公平指数、高等教育公平指数等四类。〔7〕

王善迈从教育起点、过程、结果以及群体间教育公

平等四个维度设计出三级教育公平的评价指标。〔8〕

还有研究认为，可引入“主观教育公平指标”用

以辅助客观评价指标进行评估。〔9〕

本研究关于教育公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沿

用瑞典教育学家胡森的观点，从教育起点、过程

和结果三个阶段进行考虑，同时结合褚宏启的观

点，认为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具有可操作性，结

果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10〕，因此建议将前两者纳

入指标体系。而过程公平受微观层面的实践操作

影响显著，同时又受到来自个体差异性和家庭、

学校、制度等环境的多因素影响，宏观政策的影

响力大打折扣，不可控性显著，因此排除在本次

研究范围之外。另外，起点公平指的是受教育者

自由平等地享有当时、当地公共教育资源的机会，

包括入学机会平等和存留平等两个维度〔11〕，宏观

政策可对其进行有效调节。因此，本研究将入学

率或辍学率作为教育公平的评价指标。

（二）教育效率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

20世纪50年代，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性引起了广泛关注。教育作为提升劳动者

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在崇尚经济效率的时代背

景下，其经济功能被无限放大，教育的经济学研

究取向亦成为主流。在经济学研究视角下，效率

指的是消耗的劳动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

因此，与之相应的教育效率指的就是教育的直接

产出与教育直接成本的比值。〔12〕用公式表示为：

教育效率 =
教育直接产出

教育直接成本
× 100%

教育的直接成本即教育投入或教育资源消耗，

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三方面的资源投入。而教

育直接产出即教育成果，包括学生知识的增长、

能力的提升和素质的提高，且教育效率等同于教

育投资效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教育投资内部

效益等概念。为测量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在促进个

体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有学者从实证角度提

出教育效率的量化指标体系，并沿用 Charnes、

Cooper 和 Rhodes 所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 （DEA）

方法，使用面板Tobit方法对教育效率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分析。〔13〕

上述的研究成果带有明显的经济学思维特征。

然而，在社会学研究视角下，教育是一项公共事

业，抑或是一种福利事业，而绝非产业，如若用

单一的经济学思维模式或一个公式定理来解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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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效率问题，很容易因忽视教育活动的特殊性而

造成认识的片面性。不少社会学研究者认为，唯

有在教育、经济、社会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条件下，

教育的经济功能才得以更好地发挥，实现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终极目标。〔14〕循着上述

分析逻辑可见，社会学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教育效

率包括促进阶层流动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两大维

度〔15〕，而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和教育质量的提升

是影响教育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主要从

上述两个维度来思考教育效率的问题。

二、四个教育阶段：教育公平与教育效

率的关系演化

（一）学前教育阶段

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以1979年发布的《城市幼

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95年发布的《关

于企业办幼儿园的若干意见》 和 2010 年发布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三个政

策文件为节点，沿着萌芽与起步→冒进与停滞→
恢复与规范→社会化改制→跨越式发展五个阶段

的历史轨迹演进。基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我们

又可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公平与效率分化发展阶段（1949—1980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落后，百废待兴。《中

国教育成就 （统计资料1949—1983）》的数据显

示，1950年全国幼儿园所数量为1799所，在园幼

儿数为14万，学前儿童毛入园率为0.4%。至第一

个五年计划接近尾声，1957年全国幼儿园所数量

达到16420所，在园幼儿数量为108.8万，毛入园

率仍仅为1.65%。直到1965年，该比例提升仍不明

显，仅为4.2%。然而，从1978年开始，学前儿童

毛入园率的比例提高至 10.6%，发展速度有所加

快，到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结束，该项比例趋

近于20%。具体来看，“一五”至“五五”计划期

间，我国学前儿童毛入园率的均值仅为6.57%。〔16〕

上述数据表明幼儿教育事业在这一时期尚未

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教育质量不高，教育效

率的提升是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的。1956年出

台的 《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

中提出“采取措施办好一批示范性幼儿园”的方

针，突出了“效率为先”发展思想。另外，本阶

段的政策具有明显的公共福利性，国家作为责任

主体，主动分担家庭育儿的责任。然而，以计划

经济时期“单位制”为基础的组织体制规约着

“非单位制”的农村人口，使其无法真正享受这一

公共福利，加上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占比极低等问题造成了学前教

育事业低公平的发展态势。〔17〕

2.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阶段 （1981—2010

年）。“六五”至“八五”计划的15年间，学前教

育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的均

值约为 28.3%，具体从 1981 年的 12.62% 上升至

1990年的32.6%，再到1995年的39.7%。此后，在

“九五”至“十一五”规划期间，学前儿童毛入园

率的均值约为 43%，2000 年该比例为 46.1%，到

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上升至50.9%和56.6%。〔18〕

上述数据表明，学前儿童毛入园率从 1981 年到

2010年的30年间提升了37个百分点。同时，1983

年9月，《关于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的

出台使这一时期学前教育的公平性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兼顾。〔19〕

然而，改革开放的市场化转型使GDP主义思

潮影响到了包括教育在内的各行各业。1995年 9

月，国家教委联合计委、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下

发的《关于企业办幼儿园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学

前教育社会化改革的方向。〔20〕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显示，由于部分园所社会化转制的操作失误

和理解偏差，使得全国幼儿园所数量从1995年的

180438所，减少至 2010年的 150420所。〔21〕2003

年3月，教育部等十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幼儿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再次提出，要在城

乡各类社会力量举办的幼儿园中扶持并确立一批

示范性幼儿园。〔22〕 效率提升再次影响到教育公

平，示范园与普通园的差异化财政投入和教育资

源的不均衡分配加剧了园所间的等级分化，导致

实际成效事与愿违，效率优先的弊端显著。

3. 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统一阶段 （2011 年至

今）。从2010年开始，学前教育事业步入发展快车

道。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学前三年的毛入园率从

2009年的50.9%提高到2017年的79.6%，提前完成

《教育规划纲要》中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0%的

既定目标。〔23〕2018年11月，国家在《关于学前教

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将全国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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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目标重新修定为85%。然而，

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我国2019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达83.4%，在园幼

儿总人数4713.88万，分别比上年提高1.7和1.23个

百分点。按目前速率预测，到2025年“十四五”

规划结束时，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预计可达

90%，为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提出的普

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目标奠定坚实基础。〔24〕公平

均衡、非营利性、公益性、普惠性等成为本阶段

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

育成为消除学前教育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重要环

节。“入园难”“入园贵”“幼儿园荒”等问题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教育公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得到了解决。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中又继

续强化了“幼有善育”和“学有所教”的发展要

求，提出我国学前教育需向有质量的公平，更广

义的公益、普惠和共享迈进，实现学前教育质量向

更高水平的发展，以及公平和效率的同步推进。〔25〕

（二）义务教育阶段

义务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奠基工程，

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我国义务教

育发展的几十年历程总体归纳起来可划分为两个

阶段。

1.效率优先、突出重点的发展阶段 （1949—

2000年）。新中国成立后，明确了生产资料公有

制，开始实施计划经济。在此背景下，教育事业

的发展按计划、按比例、按需求、按轻重缓急等

进行分批建设。“一五”至“五五”计划期间，我

国义务教育整体呈现出效率优先、突出重点的发

展态势。1949年9月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中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

及教育。〔26〕1951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初等教

育及师范教育会议和1980年12月发布的《关于普

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各历史阶段

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

学龄儿童入学率从1949年的20%左右上升到1952

年、1980年的 49.2%和 93.9%。〔27〕教育改革使小

学教育规模快速扩张，扫除大量文盲。小学学龄

儿童入学率的急速上升显示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

的教育公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证，然而规模扩

张的同时也伴随着效率的分化，其发展态势与中

学教育几乎趋于一致。

另外，初中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性和教育质

量高低一直都是国家、政府、社会、家庭都关心

的重点领域。1953年，教育部在第二次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上要求各地选出若干所不同类型的完全

中学和高中，要加强领导，办得更好一些，培养

质量较高的学生。1955年12月，《关于改进和发展

中学教育的指示》指出，1955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

内，中学教育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任务。〔28〕

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

小学试行方案》指出，以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为契

机，推动整个中小学教育革命的发展。〔29〕1980年

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

定》 再次强调，要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充分发挥重点学校的示范和榜样作用。〔30〕从上述

政策来看，发展重点学校的效率优先思想仍是这

一时期的主旋律。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逐渐显现

出弊端，教育的公平性受到持续性损害，政府和

社会各界对此也给予高度重视，为此国家在1982

年和1983年分别颁布《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小学教

育几个问题的通知》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

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发展重

点的同时也要兼顾分批办好一般中学的均衡化发

展策略，对重点化战略思想进行纠正。〔31〕但实际

上，地方政府对于办重点学校的热情丝毫未减，

转用“示范学校”替代“重点学校”，效率优先的

重点化发展战略持续发挥作用。

2.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均衡化、特色化发展阶段

（2001年至今）。20世纪90年代，效率优先、重点

化发展战略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严重偏离。

“优者更优，劣者更劣”的两极分化日益凸显，家

庭因素干扰优质教育资源平均分配的状况愈演愈

烈，同时教育行政化和等级化的发展趋势加剧了

教育不公平。2002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

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积极推进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均衡发展的政策导向。〔32〕 此后，

2005年和2006年分别通过《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对《义务教

育法》的修订，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将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战略思想提到新高度。〔33〕随后，2010年

颁发的《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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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和《教育规划纲要》以

及在2015年和2018年分别对《义务教育法》进行

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修订中，均强调了各级人民政

府及相关部门必须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接受

义务教育的权利，不收学费、杂费，并建立经费

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34〕2021年

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再次从法律

层面明确了“国家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推动

教育均衡发展”〔35〕。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义务教育 （含小

学教育和初中教育） 规模空前扩张。截至 2020

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1.26万所，其中

普通小学16.01万所，初中学校5.24万所（含职业

初中11所）；在校生人数从1949年的2534万上升

至 2019 年的 1.54 亿；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99.94%，较1949年的20%增长了79.94个百分点，

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2.6%，较1949年的3.1%增长

了99.5个百分点。〔36〕此外，2002年出台的《教育

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

知》、2010年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教

育规划纲要》和2013年的《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

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以及2017年的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均对义务教育特色化

办学提出了指导意见，要求积极推动学校特色发

展。至此，义务教育阶段形成了兼具均衡化和特

色化的发展态势。

（三）高中教育阶段

高中阶段教育包括学历教育的普通高中、非

学历教育的成人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两大类型。

教育改革使高中阶段两种教育类型分类完善，满

足不同群体需求，二者间此消彼长，且多年来呈

现出普通高中稳中有升、成人教育和中等职业教

育逐步下降的发展趋势。两类教育在教育公平和

教育效率的选择上显示出大致的相似性，然而本

文聚焦学历教育的普通高中，因此非学历教育的

成人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未被纳入分析范围之内。

总体上看，我国的高中教育呈现出显著的效

率优先、公平较低的发展特征，同时存在城市先

行、乡镇跟进、农村滞后的问题，其公平性一直

都被质疑。国家在“一五”计划期间，提出“普

通教育发展的重点是中学，特别是高级中学”，并

在后期多次强调教育工作以提高质量为重点。

1978年1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

小学的试行方案》，同时高中教育的政策导向与初

中教育大致相同。因此，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国高中教育一直以大学升学率作为教育质量高

低的评价标准，教育效率优先特征明显。2017年，

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普及成果，进一步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和

中等职业教育），完善非义务教育的成本分担机

制，重点保障贫困学生的入学机会，实现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2019年，全国高中阶段

教育在校学生高达3995万人，比1949年增加3963

万人；毛入学率从1949年的1.1%，分别上升到1965

年、1978年、2000年、2010年、2019年的14.6%、

35.1%、42.8%、82.5%和 89.5%。其中，普通高中

规模的扩张速度要远超过成人高中和中等职业教

育。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高中阶段教育中，仅

普通高中的扩张规模呈正向发展，校园数量、招

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分别较2018年

增长了1.65、5.9、1.64和1.28个百分点，而成人高

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校园数量分别较上年降低了

5.9和1.49个百分点。〔37〕尽管近年来关于普及普通

高中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教育分流作为目

前人力资源分类重要机制的背景下，我国关于普

通高中教育的关注点一直都在质量提升和效率优

化上，作为衡量教育公平程度的两大核心指标

——普及率和入学率——的提升并不显著。

（四）高等教育阶段

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趋势和走向紧密相连。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快速

转型，市场和社会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在质和量

上均发生了迅速变化。为适应和满足这种变化，

20世纪初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历经了“从书院转

向新式学堂”“从日本模式转向美国模式”“从美

国模式转向苏联模式”“从苏联模式转向欧美模

式”的四次转型，直到现在“建立中国高等教育

本土化模式”的第五次转型，在教育理念、结

构形态以及运行模式等各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

革。〔38〕 然而在五次转型中，效率和质量作为核

心要点成为重点考虑因素。总体来看，我国高等

教育阶段在效率和公平的选择方面可划分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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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时期。

一是效率优先、保证重点的分化发展阶段

（1949—2009年）。1953年，在综合考虑国家力量、

群众需要和实现可能性的基础上，高等教育作为

教育工作的重点被提出。1957年，在“适当收缩、

保证重点”的政策导向下，高等教育发展重点是

保证质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掌握重点、

照顾其他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1960年10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

的决定》，重点高等学校由原来的20所增加到64

所，到1963年、1979年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分别为

68所、97所。另外，在招生规模方面，我国高等

教育共经历 1958 年、1978 年和 1999 年的三次扩

招，其中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持续时间之长、

成效之显著、影响范围之大，在世界范围内都不

多见。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1949年、2000年、2010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

总规模分别为11.7万人、1229万人和3105万人，

毛入学率分别为0.26%、12.5%和26.5%。〔39〕持续

增长的入学率也反映出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在一定

程度上有所提升，然而效率优先、保证重点的思

想一直都未动摇过。

二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统一发展阶段

（2010年至今）。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有

计划、有步骤地实施重点大学建设，在“211工

程”建设计划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下，大学的教学

质量和教育效率明显提升，然而这种重点学校建

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优质资源的垄断，加

剧了学校分层与不平等竞争，身份固化导致高校

运行效率损失等一系列问题〔40〕，重点建设逻辑的

合法性受到质疑。为解决上述问题，2015年发布

的《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明确了“双一流”

建设需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的原则，通过一流

学科建设促进一流大学发展，形成学科与大学间

的良性生态关系，重新激发不同层次间学校的良

性竞争，在提高办学质量、优先发展效率的基础

上，更注重教育公平的提升。〔41〕“十四五”规划

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都聚焦“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勾画出了更高

标准的教育发展远景图，同时随着高考加分、高

考招生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破解高等教育的公平

问题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三、两种解释视角：教育公平与教育效

率阶段分化的原因分析

我国教育70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大体上

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至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教育以

低收费的方式迅速提升了适龄人员接受初等教育

的机会，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大众化，大幅降低了

文盲率，教育公平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然而，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仍以提高

教育质量和提升教育效率为主要任务。第二个阶

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政府、学校、社

会、家庭等各方力量对精英教育给予高度重视，

相继设置重点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而后改

称为“示范学校”，这成为教育公平与效率选择博

弈加剧的重要原因。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至今，

一方面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

通过“大学扩招”等政策显著提升了高中生进入

大学学习的比例，同时学前教育的“入园难”“入

园贵”等状况得到了初步改善，高中教育阶段的

公平性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障；另一方面精英

教育始终伴随大众教育的普及而加速发展，并且

通过高考制度让不同考分的学生进入不同等级的

大学，高校与高校、学科与学科之间产生更为严

重的分化，呈现出发展型分化的特点。

总体来看，我国各级教育在效率和公平的选

择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特征，究其原因可

从国情、教情、社情、民意等多元因素进行综合

考虑。国家政策及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各个

教育阶段的发展特征。一方面，政策制度以保障

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体现了国家的宏

观意志，这是造成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阶段化战

略型分化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社会 （家庭）

个体存在对教育差异化需求，体现了社会微观意

愿是造成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阶段化发展型分化

的隐形原因。

（一）政策制度：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阶段化

战略型分化的根本原因

所谓教育的战略型分化指的是教育以服务和

服从国家发展战略大局为重，国家为满足经济社

会发展过程中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而对教育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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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分地区、分类别的差序化发展战略。在

此背景下，制度环境会对优质教育资源配置的结

构性分化产生显著影响，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受到

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和制约，各群

体的受教育权益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

一方面，教育政策价值选择是教育公平与教

育效率阶段化战略型分化“根”的原因。无论是

“效率优先”“公平优先”或“效率公平兼顾”的

价值目标选择都是国家意志的一种体现，并以政

策文件为载体进行呈现。教育改革70多年来，我

国教育政策主要包括“免费义务教育”“撤点并

校”“大学扩招”“自主招生”“高考加分”“设立

奖/助学金”“设立重点中学”等，覆盖教育的各阶

段。然而，任何一项政策制度都涵盖了社会价值

和个体价值两个维度目标。以“设立重点学校”

政策制度为例，该政策目标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落后的国情背景下，将有限教育资源实现

效率最大化，用以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快

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用人需求。改革开放以

后，“效率优先”的教育发展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标准园”“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

等垄断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得到了全面发展，

并被真正提升到战略高度。重点化发展体现了国

家在特定历史时期优先考虑个体价值的政策目标

选择倾向性。此后，重点化发展虽取得了卓越成

绩，然而其负面作用也逐渐显现，并被质疑加剧

了教育不平等。2005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被视为教

育均衡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中共十七大以后的历

次大会都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体现出了教育政策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倾向性。

另一方面，教育政策目标制定是教育公平与

教育效率阶段化战略型分化的方向指导。教育政

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政策价值的选择，同时

也会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我国教育政策目标呈

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色，这与各级教育所承担的

历史使命有着密切联系。“十四五”规划明确了我

国各个教育阶段在“十四五”规划发展期间不同

的发展目标。文件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作

为重要的总体发展目标，提出了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目标、继续提升高中

阶段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毛入学/园率、鼓励高中

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持续推进高质量本科教育

建设、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支持发展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等战略

性政策目标。因此，各个教育阶段在综合权衡公

共教育利益和个人教育利益之后所作出政策目标

的确定，是形成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阶段化战略

型分化的本质原因。

（二）家庭资本：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阶段化

发展型分化的隐形原因

所谓教育的发展型分化指的是，随着教育机

会扩张和教育质量提升，所有群体的适龄人员均

能够获得教育收益，不过，在教育起点、教育过

程、教育结果等各环节获得教育资源的优劣配置

方面明显呈现出阶层分化的格局。发展型分化作

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俨然成为包括

教育在内各行各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受教育者教

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获取一方面受制于内嵌在国

家某一特定阶段的基本社会结构〔42〕，另一方面受

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影响。〔43〕

政策变迁通过家庭背景和个体选择的交互效应，

影响教育资源的最终获取。因此，造成教育发展

型分化的关键在于家庭背景在优质教育资源的抢

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造成教育分化的

隐形原因。〔44〕

父辈社会地位与子女的教育获得存在显著的

因果机制，家庭背景对受教育者教育机会获得产

生持续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力并没有随着

“撤点并校”“高校扩招”等政策变迁而减弱，反

呈现上升趋势。如优势阶层家庭通过提前购买学

区房来抢夺稀缺优质教育资源；或是通过投资素

质教育帮助子女积累额外的艺术技能用以抵消由

不理想的学业成绩所造成的劣势，进而获取更好

的教育资源；另外，具备充足人力资本和经济资

本的家庭通过陪读或课后补习的方式，来帮助子

女提升学业成绩以争取精英大学的入场券。具体

来说，家庭社会地位、家庭经济地位、父母的文

化资本存量或受教育程度，甚至包括家庭的政治

资本这四种家庭背景因素都会对受教育者个体教

育机会的获取产生持续性影响。

工业化理论、最大维持不平等假设 （Maxi⁃
mum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冲突主义的阶

层再生产理论等从另一角度对教育分化的家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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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提供了合理的理论解释。工业化理论认为，

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家庭

可支配收入相对提高，家庭的教育支出也随之相

应地增加，但是不同阶层家庭在获取优质教育资

源和在教育投入方面会出现明显分化。具体来说，

基于一种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拥有更好社

会经济条件的优势社会阶层家庭更愿意在子女的

教育上进行更多投资，以使得其子女尽可能地接

受精英教育，于是富裕家庭就会获取更多优质教

育资源；而弱势阶层家庭的子女本应从教育中获

益，进而实现阶层向上流动，但在现实的教育过

程中却自愿或不自愿地选择了退出〔45〕，上述两大

进程叠加造成了教育结果上的巨大分化。

最大维持不平等假设也认为，教育扩张使得

教育机会、教育投入总量增加，各群体均可享受

政策红利，而优质资源的配置呈现明显的阶层分

化特征，具体表现为始终优先满足社会上层的需

要，再向社会下层扩张。〔46〕比如在一流大学或更

高层次的学历教育中来自优势阶层家庭的子女占

学生总数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弱势阶层家庭子女

进入大学的相对机会并没有增加，且更多地集中

到了普通大学。阶层再生产理论支持了最大维持

不平等假设，并认为“优势阶层不仅在决定系统

的明文规则和隐形规则上更有影响力，而且还更

熟悉相关规则和规律，对教育的投入更多，效率

也更高，且更懂得如何将家庭资源转化为子女个

人的人力资本、制度性文化资本和身体性文化资

本，从而将阶层不平等再生产并合法化”〔47〕。教

育在市场化转型背景下，成了优势社会阶层获取

更高利益、传承代际优势的重要渠道，成为社会

不平等的扩大器。〔48〕

也有研究者认为，家庭背景在各个教育阶段

中所能产生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差异。功能主义

“选择论”认为，家庭背景在更高教育阶段的影响

更小〔49〕，如在高等教育阶段，家庭背景的作用会

变得很弱〔50〕，尤其是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结果影响

不大或没有直接影响。〔51〕因此，家庭资本是造成

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阶段化发展型分化的隐形原

因。

四、结语

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作为教育发展水平的两

大评价指标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我国教育改革历经基础教育普及、各

级教育普及、提质以及各级教育优质拓展等阶段，

在教育规模、教育质量，尤其是教育效率等各方

面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教育结构也得到了优化。

然而，在统筹推进教育持续高速发展并取得举世

瞩目重大成就的同时，我国教育仍存在教育资源

增长速率与经济发展速率不匹配、教育体制机制

仍欠完善等重大问题，教育公平问题仍较为突出。

对我国各级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就教育公平和教

育效率的分化和兼顾选择进行综合性分析，建构

教育发展的公平与效率阶段论，体现了中国教育

发展的历史观和动态发展性，有助于我们深入理

解中国教育演进的历史脉络，走出教育公平与教

育效率问题上的单一的公平观或效率观，更强调

了不同教育阶段的发展特征要求，为明确未来发

展走向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基于上

述分析，从中国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阶段差异

原因及逻辑特点上来看，未来我国各级教育都应

朝着阶段性差异化、内涵式特色化、系统性优质

化的方向迈进。

一是阶段性差异化。各级教育在经济社会发

展的不同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在教育资

源匮乏、人才紧缺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尽快恢

复国民生产，“快出人才”成为彼时最迫切的需

求。因此，效率优先的政策目标自然成为首要的

价值选择。很显然，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在“快

出人才”和“出好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公平危机、两极分化

等问题也暴露无遗。为缓解效率优先造成的社会

问题，公平优先的政策目标逐渐受到关注。尤其

是近年来，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

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采

取合理分流的方式，重构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

关系，也取得了一定的政策效果。之后，公平与

效率兼顾的政策目标在优质、公平的基础上，实

现社会发展与受教育者个性发展的最大值。另外，

不同教育阶段在教育体系中人才培养目标也有所

不同，教育的阶段性差异需纳入政策目标制定和

政策价值选择的范围之内。因此，未来中国教育

在公平和效率这两个价值目标的选择上，应按照

分阶段、分类型进行差异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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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内涵式特色化。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兼顾

公平与效率两大价值目标，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

重点化、均衡化带来的历史问题。在我国教育治

理体系中，以政府为主导的教育治理模式形成了

一个办学主体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间长期且稳定

的关系结构。这种行政化的关系结构对我国基础

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各阶段学历教育，

以及非学历教育等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教

育的内涵式发展和内部教育资源生成的动力不足，

难以为学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也难以

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因此，特色化发展战

略就是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每

所学校在所处的特定时空和文化环境中所持有的

教育、文化和社会等资源优势，构建起独特的校

园文化或特色课程，突出办学特色，实现特色化

战略上的教育公平。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将是我国

乃至世界各国各级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趋势。

三是系统性优质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

九大报告中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概

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据此，有学者将教育发展

的本质内涵也重新界定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对优质教育的需求”〔52〕。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

当下我国教育事业的总体发展目标，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建设高素质专业教师队伍则是我国教育

发展的具体建设目标。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教

育需以优化质量为首要建设目标，以满足政府、

市场和社会对高、精、尖人才的需求。基本公共

教育要在巩固均衡发展的成果基础上，继续提升

各种资源公平、公正地合理配置，推动城乡一体

化，从而实现优质、均衡发展的最终目标。

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受到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同时也会受到来自政府、

社会和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影响，片面地追求公平

或效率都难以实现教育可持续性发展的长远目标。

优质、高效、公平、差异化和特色化的教育政策

目标选择既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需要，同时

也是实现多样化、个性化人才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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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y and Efficiency: On the Phased Evolu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Dong Haijun Liu Haiyun
Abstract：At present， the issues of 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have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society and academia. However，there are few studies focused on the analysis of
each education stage. As two basic value dimensions，education equity and efficiency are influenced by macro fac⁃
tors from policy system and micro factors from family capital，showing complex stage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in China. Preschool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from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qui⁃
ty and efficiency to the priority of efficiency and then to the balance of equity and efficiency. Compulsory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es from giving priority to efficiency and emphasizing key points to the balanced and fea⁃
tured development by taking both equity and efficiency into consideration. High school education has always show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priority in efficiency and low equity. Higher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
es from th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of giving priority to efficiency and emphasizing key points to the unified de⁃
velopment of giving priority to efficiency with consideration to fairness. The national top-level design and the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determine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tegic and developmental differentiation of education
at all levels in China. In the future，China’s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hould be in the direction of stage
differentiation，connot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systematic excellence at different levels according to stages，cate⁃
gories and demands.

Keywords：education equity；education efficiency；developmental differentiation；strategic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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